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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物质炭对农田土壤腐殖质的影响——Meta 分析
① 

邓  倩，马娟娟*，孙西欢，郑利剑，武洪翔，李旭峰，安江龙 

(太原理工大学水利科学与工程学院，太原  030024) 

摘  要：为量化生物质炭对土壤腐殖质含量的影响程度，以不添加生物质炭土壤为对照，对不同土壤质地、土壤 pH 及生物质炭裂

解温度、施用量、施用时长下生物质炭对土壤腐殖质含量的变化情况进行了 Meta 分析。结果表明：与对照相比，添加生物质炭显

著提高了砂土腐殖质中的胡敏酸和胡敏素含量，平均提高幅度分别为 18.6% 和 92.2%；增加了中性、碱性土壤中的胡敏酸含量，平

均增幅分别为 12.5% 和 13.7%；施用裂解温度为 500 ~ 600 ℃ 的生物质炭对于土壤胡敏酸、富里酸和胡敏素含量的提升幅度最大，

平均增幅分别为 22.6%、14.1% 和 68.5%；生物质炭添加量为 20 ~ 40 t/hm2 条件下，显著提高了土壤胡敏酸、富里酸和胡敏素含量，

平均增幅分别为 23.7%、6.9% 和 84.6%；生物质炭施入土壤 3 个月内，胡敏酸含量显著升高，平均增幅为 29.5%，在 3 个月到 1

年内增幅逐渐降低，1 年后增幅又逐渐升高；生物质炭施入土壤 6 个月内，胡敏素含量增幅最高，平均为 72.2%；随着生物质炭施

用时间延长，土壤胡敏素含量的增幅逐渐降低。综上所述，施用裂解温度为 500 ~ 600 ℃ 的生物质炭，在短期内对中性或碱性条件

下的砂土及壤土中的腐殖质含量有较好的提升效果，随着施入时间的延长，该效果会逐渐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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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ffects of Biochar on Soil Humus in Farmland: A Meta Analysis 
DENG Qian, MA Juanjuan*, SUN Xihuan, ZHENG Lijian, WU Hongxiang, LI Xufeng, AN Jianglong 
(College of Water Resourc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,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, Taiyuan  030024, China) 

Abstract: In order to quantify the influence degree of biochar on soil humus content, a meta-analysis of literature was used to 

integrate the changes of soil texture and pH, biochar pyrolysis temperature, application amount and duration, with soil humus 

content without adding biochar as a control.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dding biochar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humic acid and humin 

content in sand humus by 18.6% and 92.2%, respectively, compared with not adding biochar. The contents of humic acid in 

neutral and alkaline soils were increased by 12.5% and 13.7% respectively. The application of biochar with cracking temperature of 

500–600℃ increased the contents of humic acid, fulvic acid and humin in soil by 22.6%, 14.1% and 68.5%, respectively. Under 

the biochar application of 20–40 t/hm2, the contents of humic acid, fulvic acid and humin in soil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

23.7%, 6.9% and 84.6%, respectively. The content of humic acid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3 months of biochar application, with 

an average increase of 29.5%. The increase gradually decreased from 3 months to 1 year, and gradually increased after 1 year. The 

humin content of biochar increased the most at 6 months, with an average of 72.2%. With the extension of biochar application 

time, the increase of humin content in soil decreased gradually. In summary, the application of biochar with a cracking 

temperature ranging from 500 to 600 ℃ exhibits significant short-term improvement effects on sandy and loam soils under 

neutral or alkaline conditions. Moreover, these effects gradually stabilize over time as the application period extends. 

Key words: Soil humus; Organic carbon; Meta-analysis; Biochar 

 

土壤有机碳是土壤碳库的重要组成。土壤碳库中

73% 的碳以土壤有机碳形式储存在土壤中[1]，而有

机碳矿化产生 CO2 是农田温室气体排放的途径之一。

因此，增加土壤有机碳含量，减少其矿化过程中产生

的 CO2，可以实现土壤的固碳减排[2-4]。土壤腐殖质

是土壤有机碳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占土壤总有机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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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% ~ 90%，对于土壤有机碳的积累和固定有重要作

用[5-6]。因此，探寻合理增加土壤腐殖质含量的方法

对于农田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。土壤腐殖质根据

其化学组成成分分为胡敏酸、富里酸和胡敏素三部

分 [7-8]，其中富里酸分子量小、化学性质活泼，胡

敏酸分子量大且结构复杂，胡敏素高度缩合、易与

黏粒复合。 

生物质炭作为一种高含碳量的惰性有机物料，在

土壤固碳减排、稳定土壤碳库方面效果显著。研究表

明，生物质炭施入土壤能够快速补充土壤中有机碳含

量[9-11]，从而进一步缓解农田温室气体排放[12-13]。土

壤中腐殖质含量的增加有利于土壤有机碳的截获和

储存。Czimczik 和 Masiello[14]研究表明，腐殖质碳是

土壤有机碳库中肥力最高、耕作性最好的组分，而生

物质炭可以增加土壤腐殖质碳含量[15]。不同质地土

壤中的腐殖质含量在不同环境下对生物质炭的响应

并不一致。Šimanský 等[16]研究发现，在砂土和壤土

中加入生物质炭均能提高土壤有机碳和腐殖质含量，

但在壤土中效果优于砂土。花莉等[17]利用电镜及红

外光谱观测发现，低温热解的生物质炭对于腐殖质碳

含量增加效果优于其他热解温度。郭万里[18]研究表

明在不同时长下，生物质炭施入土壤中富里酸含量达

到峰值的时间不同；不同生物质炭添加量下，土壤胡

敏酸含量的变化也并不一致。由此可知，不同土壤环

境下，施入不同特性生物质炭对土壤腐殖质含量变化

产生不同影响，需针对生物质炭添加下农田土壤腐殖

质含量进行普遍性和科学性定量分析。 

Meta 分析是将许多独立研究的试验数据提取出

来进行定量合并分析的综合方法，对具有相同研究目

的且相互独立的研究可以进行定量合并，分析研究差

异特征，以此获得大规模的、普适性的结果[19-20]。目

前国内针对生物质炭对土壤腐殖质各碳组分影响方

面缺乏普遍、定量分析。因此，本研究基于全国尺度

摘录生物质炭施用对土壤腐殖质各碳组分影响的数

据，量化不同土壤条件下施用生物质炭在不同试验条

件和时长下引起的腐殖质碳组分变化，以系统地揭示

生物质炭施入土壤后腐殖质含量变化的普遍规律，为

如何充分利用生物质炭提高土壤碳含量进而改善土

壤质量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。 

1  材料与方法 

1.1  数据来源 

本研究通过中国知网(CNKI)、Web of Science、

维普和万方等数据库对相关文献进行检索，检索主题

包括“生物质炭”+“腐殖质”、“生物质炭”+“腐

殖酸”等，共检索到 347 篇文献，为减少筛选文献带

来的偏差，本研究摘录的文献满足以下标准：①研究

农田范围内施入生物质炭对土壤腐殖质的影响；②同

一研究中以不添加生物质炭作为对照处理，文中至少

包含一组对照试验；③试验具有明确的重复次数；

④研究中的相关数据要以柱状图、折线图或者表格等

方式呈现，剔除或合并试验地点、试验年份、试验数

据结果相同的文献。 

1.2  数据整理及分类 

经过上述标准筛选，最终获得 35 篇相关中文和

英文文献，可进行分析的相关独立研究共 231 组。为

进一步分析农田中施入生物质炭对土壤中腐殖质含

量的影响，本文对筛选的数据进行分组，包括土壤类

型、土壤 pH、生物质炭裂解温度、生物质炭添加量、

试验方式和试验时长等。土壤质地根据卡庆斯基制[21]

划分为砂土、壤土和黏土，文章中未提供土壤质地的

则根据卡庆斯基土壤质地分类表进行查询；土壤 pH

根据美国农业部标准[22]划分为 pH<6.5 酸性，pH 6.6 ~ 

7.3 中性，pH>7.3 碱性；生物质炭裂解温度划分为 

≤400、400 ~ 500、500 ~ 600 ℃；生物质炭施用量划

分为≤20、20 ~ 40、≥40 t/hm2。 

1.3  数据处理及 Meta 分析 

Meta 分析中的生物质炭的各项参数均可以在文

献中直接获取，腐殖质中的胡敏酸、富里酸等数据的

标准差以表格方式获取，或从图中通过 GetData 

Graph Digitizer 2.24 软件获得，无标准差也无可供计

算标准差的相关数据时，可通过数据集计算平均变异

系数(CV)或标准误(SE)获得缺失的标准差。 

本研究进行 Meta 分析时，用效应值 lnR 计算生

物质炭施入土壤后对土壤腐殖质各碳组分的影响[23]，

计算公式为： 

e

c

X
R

X
  (1) 

lnR=lnXe–lnXc (2) 
式中：R 为效应比；Xc、Xe 分别为对照组和处理组对

应的土壤腐殖质组分的平均值。 

对应指标效应值(lnR)的方差(V)计算公式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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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Sc、Nc 分别为对照组土壤腐殖质碳组分标准差

和试验重复次数；Se、Ne 分别为处理组土壤腐殖质碳

各组分的标准差和试验重复次数。 

处理组综合效应值 lnR 的计算公式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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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Wi 为各个随机指标的比重；Vi 为样本方差；lnRi

为各个随机指标的对数响应比；k 为此次统计研究的

数量。 

用百分比表示的变化率(Y)描述结果，计算公式

如下： 

Y=(R–1)×100% (6) 
如果 Y 位于 0 刻度线右侧，表明相比于对照组，处理

组对相关研究指标具有正效应，反之，则具有负效应。

而当 Y 的 95% 置信区间完全在 0 刻度线右侧时，则

可以判定为处理组相比于对照组对相关指标的正效

应是显著的(P<0.05)，反之，则认为处理组相比于对

照组对相关指标的负效应是显著的(P<0.05)；当置信

区间包含 0 刻度线时，则认为结果不显著。 

进行 Meta 分析时，对收集的相关数据采用卡方

检验(Chi-square test)进行异质性检验。P<0.05 则表明

数据存在异质性，选用随机效应模型；反之，则表明

数据没有异质性，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。本文采用随

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[24-25]，失安全数均大于 5n+10，

研究结果可信度高。 

本研究采用 Excel 2010 收集数据并建立数据集；

使用 MetaWin2.0 计算胡敏酸、胡敏素、富里酸、腐

殖酸等含量的效应值的变化率，使用 GraphPad Prism 

8.2.1 绘图。 

2  结果与分析 

2.1  生物质炭对不同质地土壤腐殖质碳组分的影响 

生物质炭对不同质地土壤腐殖质碳组分的影响

如图 1 所示。在壤土和砂土中，生物质炭添加后土壤

腐殖酸含量显著提高，变化率分别为 11.8% ~ 22.4%、

11.8% ~ 22.5%，而在黏土中腐殖酸含量降低，变化

率为–12.5% ~ –2.3%。对于土壤胡敏酸，生物质炭施

入壤土和砂土中其含量显著增加，变化率分别为

11.4% ~ 26.7%、11.8% ~ 25.3%，黏土中其含量降低，

变化率为 –12.2% ~ –0.4%。土壤富里酸含量在生物

质炭施入壤土中增加，变化率为 1.2% ~ 15.8%，而在

黏土中其含量降低，变化率为 –14.2% ~ –0.1%。生

物质炭施入各类质地土壤中均会增加腐殖质中的胡

敏素含量，其中在砂土中提升效果最为显著，变化率 

 

(图中括号内的数字表示研究数量；+CI95、–CI95 表示 95% 的置信

区间的上下限；Pc 表示变化率的平均值；下同) 

图 1  生物质炭对不同质地土壤腐殖质各碳组分含量影响 
Fig.1  Effects of biochar on carbon component contents in soil 

humus of different textures 

 
为 81.6% ~ 102.8%。 

2.2  生物质炭对不同 pH 土壤腐殖质碳组分的影响 

图 2 表明，不同 pH 土壤中添加生物质炭，土壤

腐殖质各碳组分含量产生不同变化。对于中性及碱性

土壤，施用生物质炭使土壤腐殖酸含量显著增加，变

化率分别为 2.3% ~ 12.3%、18.8% ~ 31.2%，酸性土

壤条件下其含量降低，变化率为 –10.7% ~ –2.5%。

生物质炭添加能够显著增加中性及碱性土壤中胡敏

酸含量，变化率分别为 7.3% ~ 17.7%、5.4% ~ 22.1%，

酸性土壤条件下其含量无显著变化。施用生物质炭 

 

图 2  生物质炭对不同 pH 土壤腐殖质各碳组分 
含量的影响 

Fig. 2  Effects of biochar on carbon component contents in soil 
humus of different pH value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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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碱性土壤中的富里酸含量增加，变化率为 0.7% ~ 

16.9%，而酸性土壤中结果相反，变化率为 –15.6% ~ 

–5.1%。不同 pH 条件下施用生物质炭土壤腐殖质中

的胡敏素含量均增加，其中碱性土壤中效果最为明

显，变化率为 79.3% ~ 97.8%。 

2.3  生物质炭裂解温度对土壤腐殖质碳组分的影响 

不同裂解温度下的生物质炭对土壤腐殖质各碳

组分含量的影响如图 3 所示。由图 3 可知，在土壤中

添加裂解温度为 500 ~ 600 ℃及>600 ℃的生物质炭

时，土壤腐殖酸含量增加，变化率分别为 15.8% ~ 

27.0%、10.3% ~ 26.4%；土壤中的胡敏酸含量在该裂

解温度生物质炭添加下也显著提高，变化率分别为

16.5% ~ 28.6%、3.1% ~ 26.3%。对于土壤富里酸，施

用裂解温度为 500 ~ 600 ℃ 的生物质炭对其含量提

升效果显著，变化率为 6.3% ~ 21.9%；而施用裂解温

度为 400 ~ 500 ℃ 的生物质炭对其产生降低效果，变

化率为 –13.4% ~ –3.3%。各裂解温度的生物质炭施

入土壤后对土壤腐殖质中胡敏素含量均显著增加，其

中裂解温度为 500 ~ 600 ℃ 的生物质炭施用效果最

好，变化率为 59.5% ~ 77.6%。  

 

图 3  不同裂解温度生物质炭对土壤腐殖质各碳组分含量

的影响 
Fig. 3  Effects of biochars at different pyrolysis temperatures on 

carbon component contents in soil humus  
 

2.4  生物质炭施用量对土壤腐殖质碳组分的影响 

图 4 为生物质炭施用量对于土壤腐殖质各碳组

分的影响。由图 4 可知，土壤腐殖酸含量在生物质炭

添加量为 20 ~ 40 t/hm2 及 >40 t/hm2 条件下提升效果

显著，变化率分别为 10.8% ~ 23.7%、8.8% ~ 22.7%，

土壤胡敏酸含量也显著增加，变化率分别为 15.1% ~ 

32.4%、6.9% ~ 23.6%；而生物质炭添加量低于 20 t/hm2

时，对二者含量无显著影响。土壤富里酸含量仅在生

物质炭添加量为 20 ~ 40 t/hm2 条件下提高，变化率为

0.7% ~ 13.1%。胡敏素含量在生物质炭不同添加量下

均呈现显著提高，但是随着生物质炭添加量逐渐增

大，胡敏素含量的增幅速率先升高后降低。 

 

图 4  生物质炭施用量对土壤腐殖质各碳组分含量的影响 
Fig. 4  Effect of biochar application amount on carbon component 

contents in soil humus  

 
2.5  生物质炭施用时长对土壤腐殖质碳组分的影响 

图 5 分析结果表明，生物质炭的不同施用时长对

土壤腐殖质各碳组分的影响并不一致。其中，土壤腐

殖酸含量在生物质炭施入土壤后的 3 个月及 1 ~ 2 年

内提高，变化率分别为 9.8% ~ 26.0%、2.1% ~ 14.3%。 

 

图 5  不同施用时长生物质炭对土壤腐殖质各碳组分含量

的影响 
Fig. 5  Effects of biochar on carbon component contents in soil 

humus in different tim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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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壤胡敏酸含量在生物质炭施入土壤 3 个月、1 ~ 2

年内及 2 年后提高效果显著，变化率分别为 21.9% ~ 

37.2%、5.7% ~ 18.9%、1.6% ~ 31.1%。而对于土壤富

里酸，其含量仅在生物质炭施入 1 个月内显著增加，

变化率为 0.3% ~ 14.3%，其余时间均无显著影响。生

物质炭施入土壤 2 年内，土壤胡敏素含量增加，其中

6 个月时长下增幅最大，变化率为 59.3% ~ 85.1%。 

3  讨论 

3.1  生物质炭对不同质地、pH 土壤腐殖质各碳组

分的影响 

本研究针对土壤质地、pH 进行划分(图 1、图 2)，

研究生物质炭添加下不同类型土壤中腐殖质含量变

化，结果表明，与黏土中添加生物质炭相比，壤土和

砂土中添加生物质炭对土壤腐殖酸含量的提升效果

更显著；不同质地土壤添加生物质炭后，对于富里酸

含量的影响并不一致。黏土中，由于其黏粒含量高，

施用生物质炭后进一步降低其通气和透水性，使得黏

土中微生物活性降低[26-27]，致使生物质炭施用下对其

腐殖酸含量提升不显著。砂土和壤土中，由于生物质

炭具有较大表面积和多孔结构，其表面易与粒径较

大、表面积较小的松散结构的砂粒土壤结合，在生物

质炭表面形成生物质炭–矿物复合体[28-29]，保护土壤

有机碳不被微生物分解。同时，生物质炭中的芳香族

基团促进土壤颗粒中有机物与无机物的结合，加快了

土壤中大颗粒团聚体的形成，进一步减少有机碳矿化

致使腐殖酸含量增加[30]。此外，生物质炭由于其本

身含有的羧基、羟基和芳香基等官能团，施入土壤后

使得土壤胡敏酸的缩合程度升高，氧化程度降低，结

构活性增强[31]。而富里酸因其分子结构简单，易被

生物质炭发达的孔隙结构吸附而不易被检测，造成该

组分测量结果偏低[32]，这可能是本研究中富里酸含

量增加不显著的原因之一。土壤初始有机碳含量的高

低也会影响生物质炭施入后土壤腐殖质的含量。本研

究所用数据表明黏土的初始有机碳含量高于砂土，且

砂土中作物残渣的降解速率明显高于黏土，因此相同

数量的生物质炭添加下砂土中的腐殖质含量提升效

果会优于黏土。由此也说明，试验结果易受到土壤质

地、田间管理方式、气候环境等因素影响，本研究采

用 Meta 分析将不同质地土壤下生物质炭对于土壤腐

殖质含量影响进行整合分析，定量综合评价生物质炭

效果，可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参考。 

袁大刚等[33]研究结果显示，土壤酸度越高，富

里酸含量越高。而生物质炭具有一定碱性，施用到酸

性土壤中可以提高土壤 pH，从而降低富里酸含量。

李玉琴和夏建国[34]研究表明，与酸性土壤相比，中

性、碱性土壤表层胡敏酸含量更高，而酸性土壤中，

胡敏酸更易于在土壤深层沉淀。本研究中，相关分析

基本以土壤表层的胡敏酸含量变化为主，故得出较酸

性土壤，中性及碱性土壤胡敏酸含量变化更为显著。

本研究受生物质炭添加层位较浅的影响，未来还需结

合土层深度研究生物质炭添加对不同 pH 土壤中腐殖

质各碳组分含量的影响。 

3.2  不同裂解温度生物质炭及其添加量对土壤腐

殖质各碳组分影响 

本研究结果表明，裂解温度 <400 ℃ 的生物质

炭施入土壤后，土壤中胡敏酸、富里酸含量提升效果

不显著；而裂解温度为 500 ~ 600 ℃ 的生物质炭施入

土壤后，土壤胡敏酸、富里酸含量显著增加；当裂解

温度 >600 ℃ 的生物质炭施入土壤后，土壤胡敏酸

含量的增幅降低。柯跃进等[35]研究发现，相比于裂解

温度为 700 ℃ 的生物质炭，裂解温度为 500 ℃ 的生

物质炭施入土壤后对土壤有机碳含量增加的贡献率

更高。原因在于生物质炭在热解过程中产生了数量不

等的类富里酸和类胡敏酸，且生成的类腐殖酸物质在

高温条件下经过分解、冷凝和聚合等导致类富里酸和

类胡敏酸含量降低[36]。生物质炭裂解温度升至 500 ℃ 

时则相反，这是因为与类腐殖酸物质相比，类富里酸

物质的分子量更小、溶解度更高[37]，使得该裂解温

度下生物质炭中的可溶性有机碳含量增加[38-39]。随着

生物质炭热解温度升高，低温中分子量较大的类腐殖

酸物质进一步分解为更加稳定的小分子富里酸类物

质[40]，致使生物质炭中可溶性有机物的稳定性增强。

裂解温度 >600 ℃ 的生物质炭，可溶性有机物的脂

肪族官能团结构可能随着脂肪族化合物逐渐分解而

去除，使得可溶性有机物含量降低，相比于其他裂解

温度下生物质炭添加到土壤中的腐殖质含量略低。因

而，裂解温度在 500 ~ 600 ℃ 的生物质炭施用效果较

好，可改善土壤肥力。 

高尚志[41]等研究表明，添加生物质炭对于提高

土壤有机碳含量、稳定土壤有机碳库具有重要作用。

本研究表明，生物质炭添加量 <40 t/hm2 时，土壤中

胡敏素含量随着生物质炭添加量的增加而提高。这是

由于生物质炭本身的复杂结构和化学性质与胡敏素

结构相似[42]，且生物质炭孔隙结构发达、吸附力强，

吸附了土壤中结构简单、分子量较小的有机碳成分，

进而提高土壤中胡敏素含量。同时，生物质炭促进了

土壤中活性有机碳的矿化和腐殖化，使其转化为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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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胡敏素[43]。当生物质炭添加量 >40 t/hm2 时，土壤

中富里酸含量降低，这是因为高施用量下的生物质炭

吸附了土壤中的胡敏酸和富里酸，促进了土壤中的富

里酸缩合或是胡敏酸的聚合，致使土壤腐殖酸含量降

低。此外，胡敏酸的分子量比富里酸大，结构比富里

酸复杂，更接近于胡敏素，所以下降幅度小[44]。本

文分析了生物质炭裂解温度和施用量对土壤腐殖质

含量的影响，表明生物质炭自身性质对土壤腐殖质含

量影响是不容忽视的，但仍需进一步分析二者的交互

作用对农田土壤腐殖质含量的影响程度。 

3.3  不同试验时长下土壤腐殖质各碳组分对生物

质炭的响应 

本研究表明，随着生物质炭施入土壤的时长增

加，土壤腐殖质各碳组分含量变化趋势不一致。其中，

土壤腐殖酸、胡敏酸含量在生物质炭施入土壤 3 个月

内显著增加，之后随着时间的延长，生物质炭的添加

对土壤胡敏酸含量的增幅下降，而土壤中胡敏素含量

在 2 年内始终显著增加。孙景玲[45]研究表明，生物

质炭的长期施用会降低土壤中可溶性碳含量，致使土

壤有机质稳定性增强。Riedel 等[46]研究结果表明，生

物质炭施入土壤后促进土壤有机质矿化和腐殖化，使

得小分子有机碳转化为稳定的胡敏素，导致土壤中胡

敏素含量提高。综上所述，不同的试验时长会影响生

物质炭提升土壤腐殖质各碳组分含量的效果，应进行

长系列的定位试验深入研究其效应。 

4  结论 

1)不同质地、pH 土壤中施入生物质炭对于土壤

腐殖质各碳组分效果不同。壤土和砂土中土壤腐殖

酸、胡敏素含量增加幅度较大；生物质炭施入中性、

碱性土壤中可增加土壤胡敏酸及胡敏素含量。 

2)不同裂解温度的生物质炭施入土壤后，均可以

提高土壤腐殖质中胡敏素的含量，其中，裂解温度

500 ~ 600 ℃下的生物质炭对于土壤腐殖酸、胡敏酸含量

提高效果最为显著；而生物质炭施用量为 20 ~ 40 t/hm2 

时，对于土壤腐殖质各碳组分含量的提高效果最好。 

3)施入生物质炭 3 个月内土壤腐殖酸、胡敏酸含

量明显提高，施用时长在 1 ~ 2 年内土壤腐殖质各碳

组分含量的提高效果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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